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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

——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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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摘要】庙会作为传统中国民闻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与草根社会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是能全面反

映草根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化石”。文章以近代山西平鲁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庙会这一公共空间中乡村

民众社会交往的考察，透析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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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民俗事象，是透视草根社

会运行实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学界对庙会的研究，肇始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的研究多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

的角度对庙会进行探讨，出版和发表了不少具有开拓性的论

著。@经过一段沉寂期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的发

轫，庙会研究重新被社会史学者纳入了理论视野，他们继承

前辈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累累硕果。②但目前

关于大河堡村庙会上民众的社会交往，至今鲜有著文论述。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平鲁大河堡村庙会与民众的社会交往为

题，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论述。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近代大河堡

村庙会，弥补资料的不足，笔者利用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实

地资料(以下称之为田野调查口述资料，主要包括采用调查、

口述等形式收集的共计3万字的资料、5通碑刻，以及当地的

一些传说和文献)，试图把散见于地方志的史料和田野调查

所得的资料相印证、补充、结合起来进行说明论证。

～、大河堡村庙会的产生和概况

(一)大河堡村的历史沿革

平鲁区位于山西省北部边陲，西北以长城为界，与内蒙

古自治区的清水河县及和林格尔县接壤；西南与忻州的偏

关、神池两县毗邻；南临朔州市，东靠山阴，东北连右玉。全

县位于吕梁山北端晋北黄土高原北部，总的地形北高南低。

县境西北山峦起伏，西部管涔山是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的分

水岭。东南部属丘陵地带，物产资源丰富，中部形成零碎且

大小不一的盆地。全县多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山丘连绵，沟

壑纵横，呈现被沙、黄土覆盖的山地起伏形态。当地气候寒

冷，雨量偏少，风沙较大，素有“十年九旱”之称。⋯大河堡村

则位于平鲁西北部，西北距明朝修筑的防御长城仅0．5公

里，与内蒙古的清水河交界，距平鲁区(今井坪镇)约65公

里。村子四面环山，村庄坐落于群山环绕的一块约一华里左

右的低地上，只有两条山路通向外界，交通十分不便。村西

大流沙河从西面流过，最后注入清水河。大河堡村始建于明

崇祯十三年(1640)，最初是指挥郑一元为了完善北方的战略

防御体系，奏准明廷在此修筑军堡，派兵屯垦戍守。因当时

的军堡建于大沙河流入村庄的入水口处而得名大水口。明

清易代，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矛盾的缓和，原来的军事聚落

逐渐失去了其军事意义。在清中后期逐渐由纯粹的防御型

军事聚落演变成了半军半民的乡村聚落，并更名为大河堡，

隶属于朔平府平鲁县管辖。后清政府又在村北修筑了一出

人口外(内蒙古)的关口，派兵驻守并派税吏征收过往商旅的

过关税，并严格禁止汉人前往内蒙古。民国时期，废军堡改

民堡，隶属山西雁门道管辖。政府在此派驻稽察队，防止清

水河县国民军袭扰。解放后，设自然村，沿用清时名称仍名

大河堡村。[2】

(二)大河堡村庙会的由来和概况

大河堡村的庙会究竟起源于何时?地方志和有关官方

的资料没有明确地记载，据大河堡村现存较为完整的一通清

康熙三十年的龙神碑记载：“龙王庙创建以来，乡民礼仪如故

也⋯⋯以育民人祈有年也，恩泽至全境城堡”【31；另据《平鲁

县志》记载：“清朝中期，在大河堡设立了小市，进行民族贸

易，除了物物交换外，还可使用银两。”⋯从这些记载中，我

们可以看出，在清中期的时候，大河堡村就建有龙王庙，并且

出现了村民们的群体性祭祀，并且有了最初的宗教娱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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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同时在这个军堡内也已经出现了边贸市场，供边民们进

行贸易。这些特征的出现基本符合了“庙会是以庙宇为依

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

会”L5 J的这一概念所需的要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大河堡

村的庙会大致兴起于清中期。然而对于庙会的产生一直以

来流传着一个关羽撒豆成兵、显圣救乡亲的故事。明朝末

年，因大水口堡处于山西北部边关要地，经常遭受来自北方

少数民族部落的侵扰，他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每次袭扰民

间蓄聚都被掳一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蛮夷兵马又

来侵扰，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当地民众向附近的山上四

散奔逃，就在全堡百姓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军堡的东北方

风雨大作，云端现出一个红脸、长须、手拿大刀全副武装的好

汉，把手一扬，变出无数的兵丁，杀退了敌人。村民们得救

了，事后才知道是关帝显圣。为了感谢关羽的救命之恩，村

民们就在关帝显圣的村东北方选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关圣帝

君庙，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关帝显灵的日子为其举行祭祀酬

神仪式，群体祭拜，【60以此来表示村民们千秋万代永世感怀

的心愿。虽然这只是个传说，却道出了当地民众对关羽的推

崇和崇拜，正如重修关帝圣君庙的碑文所言：“关圣帝君保佑

民之威灵，保黎民之太平。自始唐宋至明清以来，敬忠寿而

加封，封王封帝⋯⋯君如山川如松柏，寿考无疆，帝后之功，

千古之功无忧也⋯⋯⋯7J。透过这个传说，我们不难理解大

河堡村关帝圣君庙会形成的真正原因，由于当地属于北边重

镇，往往处于战争状态且与游牧民族交往频繁，当地人有习

武的风气和尚武的精神，再加上封建统治者不断宣扬“仁义

礼智信”等尊君思想，村民信仰崇拜英勇仁义的关老爷便是

很自然的了。祭祀的过程中，为了取悦神灵又举办了各种娱

神、媚众的法事，吸引了众多虔诚的民众前来祭拜，同时也使

这种活动的商贸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群众的广泛参

与而逐渐兴盛起来。于是在这个边陲村庄便形成了具有当

地特色的大型庙会。

大河堡村的关帝庙原建于村东北的山坡上，因战火的破

坏，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据年长的老人回忆，当时的庙宇坐

北朝南，庙里建有戏台、牌坊、神马殿、仪仗殿、关帝殿、药王

殿、财神殿、龙王殿、东西配殿等建筑，很是雄伟。【so平日里香

火就很旺，庙会期间尤甚。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日期是每年

的农历五月十三，但它实际上从准备到会罢持续将近半个

月。在上次庙会结束后，村里就会选出一位有威望的人担任

下一任会首，一会一换，负责来年庙会的组织、指挥和供奉等

各项事宜，同时还要选好一到三位男性会助协助会首处理各

种事务，比如筹款、准备供品、跑腿等。庙会上所需的会费，

全部来自于村里有耕牛的家户，没有耕牛的庙会期间就多出

点力。具体的庙会活动主要有如下几个步骤：五月初七，会

首就召集会助、会员们商议，明确各自的职责。五月初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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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选派好的童男童女要到关帝庙打扫寺院和清洗关帝圣

像，并重新披红挂彩。五月初九、初十、十一这几天搭建安神

棚，女会员准备供品。五月十二下午，和村里签订有“牛皮

约”的戏班到村。五月十三早上，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并

请神安神，在鼓乐队的伴奏下，将供奉关帝老爷的神龛，从庙

中请出，绕村一周后放到安神棚，对号入座，同时把庙里各神

灵的神龛也都请到安神棚赴会。从此以后，本村人就可陆续

到安神棚烧香上供，进行祈福。下午，戏班参神后鸣锣开戏，

此后每天下午、晚上各一场，人们簇拥在戏台下观戏，一直持

续到会罢。从五月十三开始，会首会配专人从早到晚在神棚

内给神上香、给人看香。五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上午，都

会有上过“布施”的邻近村庄的村民前来上香祈福，届时村里

和邻近村庄的鼓乐队、踢鼓秧歌队、武术队、杂耍等文艺活动

纷纷来此表演，吸引了许多十里八乡的民众前来观看。五月

十六晚上，村里还要在寺庙的神棚前点燃篝火，燃放烟花以

娱神。五月十七这天，还有接待村里村外的民众前来上香祭

拜。五月十八是庙会的最后一天，这天村民们在会首地牵头

下都集中在神棚前，举行一次谢神祭祀，祈祷神灵保佑全村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富贵平安。祭罢会首把今年的庙会的

开支、花销情况向村民一一说明，并选出下届庙会的会首。

下午，拆掉安神棚，在鼓乐声的伴奏下，人们抬着放有各神灵

的轿子在全村巡游一周，临街的商户和村民都会在家门口摆

上供品迎神，企盼来年有一个好兆头。在黄昏前，村民们把

各神灵送回到村东北的寺庙中，庙会结束。【9。在整个庙会期

间，除了祭祀神灵和娱乐活动外，还有集市贸易活动。每逢

会期，来自本地外地的大小商贩，都会前来买卖货物，村民则

把自己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拿出来进行贸易。赶庙会的民

众既可以拜祭神灵、愉悦身心，又可以通过庙市购买自己所

需要的东西，出售自家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

二、大河堡村庙会中民众的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简称“社交”，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与

人之间相互往来，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社会交

往是人类特有的、普遍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也是人类基

本的社会实践形式之一。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人与土地的关

系非常密切，地域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的程度很低，

传统中国的乡村生活，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

而庙会这种大型的群众性集会，在满足广大民众精神需要的

同时，还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传递信息等的社

会空间。

(一)经济交往

庙会亦可称为庙市，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集市贸易形式，

其规模要比一般的集市为盛。庙会上的货物贸易形成了乡

村社会中主要的经济交往关系，是乡村集市的有益补充。近

代大河堡村因其具有位于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优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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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清中期非军事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逐渐发展，尤其在隆庆

和议之后，边境上各族人民商业贸易逐渐取代官方朝贡贸易

成为主流。马市是当时民族贸易的主要形式。正如谭其骧

先生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九边重镇不仅

是明廷同蒙古抗争的战场，也是汉族人民同蒙古等北方游牧

民族互市贸易的场所⋯lo]。大河堡作为九边的一部分，较早

地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市贸易，据《平鲁县志》记载：

“明嘉靖二十三年(1554)明政府就在败虎堡、迎恩堡设立了

官市，明朝后期又在七墩口、镇川口设立了民市。清朝中期，

在大河堡设立T／I,市，进行民族贸易，除了物物交换外，还可

使用银两。”【11J从清中后期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年，大河堡村

小市、庙市不断扩大，贸易时间也逐渐延长，并有了控制和监

管庙市的人和机构“民国时期，政府制定税务而监管集市贸

易”[12I。每逢会期，除了专供烧香许愿、求神拜佛用的香蜡

纸烛外，还有广大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等。各种土特产

品、农副产品以及牲畜交易的大量涌现，使得庙会上的商品

日趋繁丰。蒙汉等少数民族除粮食，El用品交易，主要是进

行牲畜、茶和布等物品的交易。汉人用粗布、五金、食品、燃

料、米粮、茶叶来换取少数民族人民的牲畜、皮毛或自用或再

转运各地进行销售。每年的庙会都会吸引来自口外、朔县、

大同，甚至还有并州等较远地方的商贩来此进行贸易，再加

上本村一些民众充当贩卖商从外地购进一些所需的物品。

庙市市场的繁荣，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这些贸易的存

在给本村和周边民众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关帝圣君庙会的时

间正好居于春耕之后，秋收之前，民众较往常有了更大的闲

暇，纷纷走向市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和日用

生活用品，以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同时通过商品流通

实现了经济的布局调整，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当地整体经济

运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通过这种经济交往，使广

大民众的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对于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下的民

众是一种难得的经济交流机会。最后，由于大河堡村地处边

陲，这种贸易的存在，还使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日益密切与

巩固起来，出现了所谓胡越一家的景象。

(二)人际交往

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交活动，就其范围而言，一般多以族

亲、邻里为轴心进行，很少有更高层次的交往圈。在加上农

家终生劳作，起早贪黑，也没有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在现

实生活中，交往就其形式而畜，是建基于普遍缺乏的小农生

活及其习俗之上的。就其功能而言，是以休憩与延续为主要

价值取向。尤其是处于内地的村庄，“农民们很少知道本省

的消息，全国的就知道的更少，面对于世界则差不多一无所

知。十个人里有九个是文盲。他们全部精力放在农业生产、

家庭生活和激烈的、日常的生存斗争里面，成了孤陋寡闻的

“乡下佬”¨引。而庙会这种大型的群众性集会，却为上至高

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们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传递信息等

的社会空间，这就是庙会的社会化功能。近代大河堡村庙会

上，远近各县、各村庄的信众，本地外地的商旅都要来赶会。

他们的动机往往并不只是处于精神和经济上的需要，而是为

了进行社交和希望从庙会上获得自己有用的信息。适逢庙

会，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

女儿的小姑，几乎走不动了的亲戚，因此也走动了起来竹【14】。

例如女儿及姐妹出嫁之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见一面不容

易，况且农家劳作繁忙，省亲看女，探亲访友既无闲暇也无机

会，因而利用庙会之期，均可见面。此外各乡各村的民众之

间结帐还债，因平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是大多数人就在

庙会上彼此接头，清还欠账。还有村中年轻人婚嫁，对于各

种结婚用的首饰衣服，各种必备用品，均可在庙会上领女携

男，任其挑选。就连双方父母、议婚男女，也要等到在庙会上

由媒人引见，女到男家或者男到女家，双方可以借赶会为由，

大大方方地商谈结婚事宜。【l纠庙会上的这种人际交往构成

了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大地加速了自我的发

展，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协调了人际关系。同时也

起到了心理调适、信息沟通的作用，给平日里静谧的乡村社

会增添少许融洽。

(三)不同宗族之间的交往

村落是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体。在传统社会，乡人有着深

厚的族群、宗族观念，当遇到紧急情况时，一般都会去找同族

同姓的人去解决，很少去和异姓宗族的人打交道。但每逢庙

会，人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凑到一块，庙会一下子成了全村

民众共同的事情，相同的信仰，村运的兴衰与有无神灵的庇

护把平时不相往来的民众在精神上融为了一体。大河堡村

是个杂姓村，村里共有石姓、潘姓、张姓、王姓四大姓，其中石

姓和张姓为大姓，村庄里的上层人物，如地主、富农、族长、庙

会上的会首也以这两姓为多。庙会举办的会费来自于拥有

耕牛的家户，所以庙会的实际操纵权就掌握在了石、张两大

姓手中，不管平日里几个姓氏之间相处是否融洽。但在庙会

期间，全村民众在神灵面前人人平等，寺庙依然是全村民众

共同的的财产和精神依托，更重要的是，关公信仰和龙王信

仰是他们共同的信仰支撑。人们对共同信仰的神灵的虔诚

祭拜，拉近了村内各成员之间的信赖和信任，激发了农民个

体心灵中的自我约束与调节力量。内化的道德信条可以有

效降低人们行为的越轨可能性，并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因此神灵的祭祀、娱乐活动的组织，调动了

全体群众亢奋的情绪，强化了村落成员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增进了村落的自治，维护了社区的秩序与和谐。因此庙会就

为村民们的族际交往扩大化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场所。

(四)村际交往

农村社会村际间的交往是很少的，黄宗智在《华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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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文中，曾调查过河北一位姓李的村民，

记述了李姓村民在其成年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和邻村任何人

交谈过，甚至对黄提出的假设，即与邻村的人进行社交来往

感到奇怪，【l钊这个事例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村与村之间交往

之少。同属于华北腹地的大河堡村，真实的情况要好一些，

但是村庄之间的日常交往还是被人视为没有必要。Ⅲo庙会

期间，这种沉闷的状况多少得到了改观，各个村庄的人与人

的交际便会多起来。出于对共同神灵的信仰和崇拜，以及附

近各村庄民众生产、生活等的需要，届时村里专门在五月十

四、十五、十六三天，接待上过“布施”的邻近村庄如九墩沟、

响水营、赵家窑、魏家窑，甚至还有口外等村的村民前来上香

祈福，同时邻近村庄也会纷纷带来“祝会”的文艺表演。通过

这样的方式，几个村庄的民众就有了一次聚到一起的机会，

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更主要的是大河堡村庙会使其成为了

邻近几十里村庄关帝圣君祭祀圈的中心。村际之间交往的

频繁化，使村庄之间连续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村与邻近几

个村庄的年轻男女常会喜结连理，成就姻缘，与这种交往不

无关系。¨81由于庙会期间村际之间的交流的不断发展，本村

的民众每当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到“口外”各村去谋生，又不

断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县西北镇川口大水口，无不可出入长

城者，是以绥化招垦，晋北之民负末而出口者春夏间最多。

秋收后，又有回籍过年者”¨9|。此外，每逢会期，各地的农工

商贾，男女老幼都要前来赶会，络绎不绝，人们或结伴而行或

单独前行，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初步的交往。庙会上，本

地和外地的各种信息，舆论也通过庙会这一平台迅速、广泛

地传播开来，同时还能了解到各地的风俗、方言、物产等知

识，民众由此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开拓了眼界。

三、余论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以及宗法关

系制约下的封闭社会。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

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的范围有地

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

社会圈子”，但有时这种孤立和隔膜又不是靠不可破的。Ⅲo

而庙会这一集宗教、祭祀、娱乐、游乐、艺术、社交、经贸等活

动于一体的民俗事象，就给乡村民众提供了一个社会交往的

“公共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日里的孤立和隔

膜。近代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上，不论高官显贵、还是黎民

百姓，不同身份、不同阶级的人都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人们

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使长期压抑的需要得到了充分的

满足，增长了知识，获得了信息，促进了个人的自身发展。同

时通过社会交往，不仅有效调节了乡村经济的物质供求，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强化了村

落成员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加深了不同村庄之间的联系，促

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使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日益密

切与巩固起来。

注释

①中国学界最早关于庙会研究的著文有：顾颉刚主编的《妙峰山)；

全汉异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第l期第2卷，1934年12

月16日)；郑合成主编的《陈州太吴陵庙会概况》(河南省立杞县教

育实验区，河南省立淮阳师范学校．1934年)；林用中、章松涛《老东

岳庙会调查报告)1936年；王宜昌主编的(1t平庙会调查报告)(北平

民国学院，1937年)；从冶湘的《北京汴京集市庙会概况>(‘工商半月

刊》，1945年第2期)等。

②就笔者所见关于华北乡村庙会研究的专文，难免挂一漏万，兹列

举如下：论文有袁爱国的《泰山东岳庙会考识》(《民俗研究》。1988年

第4期)；吴效群的《妙峰山：北京的香会组织及其政治活动>(《民俗

研究》，1998年第2期)、《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研究》(《民俗研

究》，2002年第3期)；岳永毅的《范庄二月二龙牌会中的龙神与人>

(《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通讯》，1996年第6—7期)、《村落生活中的

庙会传说》(《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

活》(《宁夏科学>，2003年第4期)、《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

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

3期)；刘铁粱的《村落庙会与公共秩序》、《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

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庙会的比较》(均载于郭于华主编

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赵旭东的《中

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予等级》(《社会科学》，2006

年第6期)；论著中有关华北乡村庙会的有高占样主编的《论庙会文

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宋盂寅等主编的《庙会文化研究

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锡诚主编的《妙峰山——

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版)；高有鹏的

<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王兆祥的《中国l占．代

庙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

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0年版)；赵世瑜主编的《狂欢与日

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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